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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运作:东北对四川三线建设城市的支援 

周明长
1
 

（宜宾学院 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在三线建设时期，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东北先后向四川省内迁或援建企事业单位 70 余个、人员

30余万。在东北工业化核心资源嵌入之际，在宏观上，国家以重庆、成都、自贡、渡口为中心采取“大分散”布局；

在微观上，以 10个小城市和20余个城镇为依托进行“小集中”布点，使四川数十个受援的城市、城镇获得了新的

发展资源。一部分老的城市和城镇借此资源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还建成了新的渡口市和一批新的工矿城镇。这种

嵌入式运作，在强力推动四川城市布局和经济地图巨变之际，对四川和东北的后续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四川三线建设 东北的支援 四川城市布局变化 四川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22）01-0025-008 

近 20 年来三线建设研究取得诸多新成果，研究对象已涵括决策原因、方针政策、建设内容、建设过程、地方支援、建设成

就、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得失评价、调整改造、企业变迁、人物研究、与西部大开发关系、小三线、口述史、三线移民、职工

生活、生态环境、工业遗产、三线精神、三线文化等 1，但对三线建设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二线地区支援三线地区的关注不够。
2 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历史档案等资料，分析东北对全国三线建设第一重点省“四川三线建设及其城市发展”的支援成效，希望

以此深化三线建设研究。 

一、东北支援嵌入四川三线建设城市 

中共中央决定，三线建设必须执行“充分依靠一二线现有的工业基础，一二线应当为三线建设出人、出钱、出技术、出材料、

出设备”的方针。[1]1964 年 9月 4日，中共中央“三线建设座谈会”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工业交通和整个

经济必须考虑重新布局，三线建设和一二线调整都必须按照战争打起来的要求，果断安排，迅速行动，绝不能强调困难，拖泥带

水”。第二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铁路建设队伍要在 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支援小组；一线调整要立

即行动；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当前，三线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成昆铁路建设，

要成立铁路建设指挥部、西南三线建设筹备小组和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

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2]从当年 10月起，支援三线成了此后东北十年工作的中心任务。 

按照 1965 年 8 月中共中央的三线建设规划，“1964 年至 1970 年共搬迁近 500 个项目（1967 年至 1970 年军工企业和科研

机构尚未提出）。从一线迁出的职工约 19.8万人，设备约 2万台。”[3]在此规划指导下，东北地区的国防科技、煤炭、电力、石

油、冶金、化工、建材、森工、机械、轻工、建工、铁道、邮电、地质、农业、科研、高教和沈阳军区等 20多个部门，先后向

四川共计约内迁和援建企事业 70余个、人员30余万、设备近万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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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三线建设中，东北支援力度之大、涉及行业之广、搬迁设备之多、援建人员之众、持续时间之长，几乎与华东地区并

列“第一位”。其中，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工业（能源原材料、机械制造）、基础设施（铁道、地质、运输）等行业明显领先于

华东地区。根据相关统计，在全国内迁三线地区约 600个项目中，东北迁出数约占 40%。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4下半年至 1965

年，东北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 140 个，调出约 8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 

设队伍 2.7 万人）[4]，其中内迁四川近40个。而在 1964—1970 年，仅辽宁省陆续迁往大三线的职工就有 99800 人，随迁家

属 156600 人，[5]全省工业部门超过 30%的技术和管理骨干被抽调，很多甚至是整厂整矿搬迁。4如沈阳市铁西工业区外迁至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 121 个市县的 103 个企事业单位，完成了建新厂、车间或生产线整体划拨、提供成套设备（包括单一关

键设备），输送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提供整套产品工艺图纸、代培人员等支援任务，其中10%迁入四川。[6]吉林

省和黑龙江省也是重任在肩。1964 年 10 月，国家编制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决定：“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12

个。计划从东北地区迁入 27个。主要是与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配套的机械、仪器仪表、冶金、橡胶、化工、交通等行业的企

事业单位。”[7]为此，沈阳、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的国防科技企事业单位，大力援建了重庆常规兵器工

业和成都航空工业等基地，内迁职工万余人、设备千余台，如“沈飞”还为“成飞”复制移交了核心技术的模线样板、标准样件

及全套图纸技术资料。5另据四川省统计，“从一二线地区内迁四川的企事业单位达 163 个，兴建军工企事业单位 123 个（生产

企业 91个，研究院所 29个，其他 3个）。”
[8]
其中，迁自东北的约 60个。机械工业属于国家优先搬迁的部门（8个机械工业部

都有搬迁任务），其项目数在全国支援三线项目总数中所占比重最大，全国内迁之最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共援建和迁建了 241 个

工厂、研究所（包括设计所），内迁职工 62679 人，设备 17727台”[9]，占全国内迁项目总数的 40%，其中从东北迁出近 100 个，

迁入四川 20余个。 

中共四川省委在三线建设中，根据中共中央“必须立足于战争，准备大打、早打、打核（原子）战争”[10]，“一切新建项目，

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1]34

；搬迁项目要同三线地区整个工业布局统一安排，要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多搞小城镇”，实行“大分散、小集中，以达到战略隐蔽”；少数国防尖端项目“必须按照‘分

散、靠山、隐蔽’的原则进行建设，有的甚至还要进洞”；一般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应当尽可能靠近原料、燃料、水源、电源，

并且把一些在生产上有密切联系的工厂成组地布置在一起，建成一些适当分散的工业点”；三线地区的大城市“今后除必需的

配套项目可以摆一点以外，其他项目一般不要再摆”等方针[3]508-510，决定全省三线企业的合理布局原则是“川西平坝地区（即成

都平原），不隐蔽，又占良田，原则上不再摆工厂；重庆、成都两市目前企业已很集中，除了少数有关配套、协作的企业和生产

精密、尖端产品的小型企业外，不再摆厂；宝成铁路南段，通过能力有限，运输比较困难，用水、用电也不好解决，不宜多摆企

业。今后工厂布局可考虑放在以下一些地方：宜宾以下长江沿岸，以及嘉陵江、涪江、渠江、乌江、沱江两岸地区；成昆（峨眉

以南）、川黔、德天、广旺、广三、宜珙、资威等铁路沿线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有些中、小型企业可以考虑放在乐山、南充、

雅安、达县等公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
[11]
 

有基于此，1964 年 9—10月，中共中央和西南局从西南三线建设全局着眼，专门就四川三线建设作出了“两基一线 6”的总

体布局，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共安排建设项目 84 个，投资 14.1 亿元）；同时，

一面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一面修筑成昆铁路。从 1964 年下半年至 1967 上半年，国家安排在四川的国防、冶金、机械、化

工、煤炭、电力、建材、轻纺等工业的建设项目共有200 多个，其中多数属于国防工业的项目，或者是与国防工业配套和服务的

项目”。该批项目主要由东北和华东负责支援，它们奠定了四川三线建设的总体骨架。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四川的腹心地带，主

要是沿成渝、宝成、川黔、成昆等铁路干线两侧布点，一部分沿长江、嘉陵江、渠江两岸布点”。[12]在此过程中，“除在重庆、

成都、自贡、渡口四个省辖市建设各具特点、各有侧重的工业基地外，还在全省的 11 个地区、3 个自治州、70 个县、106 个点

布局了工矿企业。”[13] 

以上计划的执行结果是，四川省大体实现了建设“四大城市型工业区”的目标，即由重庆、江津、南充、达县、涪陵、万县

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造船、常规武器等为主的川东（重庆）工业区，由成都、德阳、绵阳、江油、广元、乐山、雅安等城市组

成的以航空、电子、机械、电力、核工业等为主的川西（成都）工业区，由自贡、内江、宜宾、泸州等城市组成的煤炭、机械、



 

 3 

天然气、化工为主的川南（自贡）工业区，由渡口（攀枝花）、西昌等城市组成的以钢铁及有色金属工业为主的川西南（攀西）

工业区。[14]就此可见，以四川盆地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在宏观上贯彻“大分散”原则而完成了全省工业重要项目“相对均衡化”

的新布局，在微观上通过部分项目相对“小集中”布点而逐步建成了数个依托于城市城镇的新工业区和新工业点，从而为各相

关城市城镇带来了新的发展资源。 

当然，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所进行的四川三线建设，仍然同全国三线建设一样，因特殊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产生了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在此阶段，四川省进入国家计划内三线调整项目的数量、投资额位居

全国第一，其中，现四川省有41个调迁项目、投资 44亿元，现重庆市有 17个调迁项目、投资 38亿元，分别占国家计划内三线

调整项目总数 206个、总投资223 亿元的 19.9%、19.7%和 8.3%、17%。这一大批调迁项目的完成，则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原东

北支援项目”对其新迁建入川渝地区的多个城市发展的多种推动作用。 

二、东北支援促进了四川三线建设城市的发展 

从 1964 年下半年至 1979 年下半年，四川是接受东北支援最多的“省区”之一。优质资源“持续嵌入”和全省集中投入揭

开了四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篇章，改变了数十个受援的城市、城镇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和重工业城

市“优先发展”的新格局。 

（一）城镇性质快速转变 

三线建设时期四川各城市城镇性质的转变主要决定于其所建成的“三线项目工业性质”。以东北支援的乐山地区为例，夹

江、峨眉、五通桥、沙湾、金口河等原农业县城、老城镇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小城市，建成了水电新镇龚嘴、能源新区牛石、机

电新区桥沟、冶金新城九里、建材新区乐都、核能科研新区界牌、铁路机车新城崇仁、电子新区黑龙场、制药造纸新区青衣坝等

10余个新兴工业城镇。[15]从全省城市城镇性质因东北支援而转变的结果看，综合性工业城市有重庆、成都，重庆、成都、绵阳、

江油、乐山、宜宾、泸州、西昌、华蓥、达县、涪陵则逐步发展为国防科技工业型城市。另外还有其他不同产业特色的城市。例

如，煤炭工业城市渡口、华蓥，城镇如汉旺、威远、珙县；冶金工业城市渡口、乐山、达县、江油，城镇如西彭、青白江、沙湾、

九里、厚坝、含增、武都；电力工业城市江油、宜宾、内江、乐山、渡口，城镇如安边、白马庙、龚嘴；石油天然气工业城市南

充、自贡、泸州，城镇如厚坝、蓬莱、龙女、隆昌；化学工业城市自贡、泸州、宜宾，城镇如长寿、青白江、富顺、罗龙、纳溪；

建材工业城市江油、渡口，城镇如峨眉、广安；机械工业城市重庆、成都、德阳、绵阳、内江、自贡、泸州、乐山、涪陵，城镇

如双桥、灌县、广汉、汉旺、简阳、资阳；轻纺工业城市绵阳、遂宁、涪陵、乐山、自贡、内江、宜宾、泸州等。这一系列重工

业城市城镇的“群体化崛起”，成为了三线建设时期四川省城市城镇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城镇规模快速扩张 

在三线建设中，四川“共建成三线企业事业单位 350个（企业287 个），其中大中型企业248 个，占全省大中型企业总数的

42.2%，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208.6 亿元，占全省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60.2%”[8]77。它们必然有利于推动相关城市城镇

规模的扩张。 

第一，数量规模扩张。国家在大山区投入巨资建成了全国三线最大新城渡口市。为了保障三线项目的尽快投产，国家对项目

布点较多的城市和城镇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改扩建，大体建成 10余个新兴城市。据统计，1964 年，四川省共有重庆、成都、自贡、

万县、泸州、南充、内江、宜宾 8 个建制市，占全国 167 个建制市总数的 4.8%，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 6 位。1965—1976 年，

全国共净增建制市 21 个，四川省净增渡口、绵阳、达县 3 个建制市；1977—1985 年，又净增西昌、乐山、德阳、涪陵、雅安、

广元、遂宁、华蓥 8个建制市。到 1985 年底，全省建制市增至 19 个，占全国 324 个建制市总数的 5.9%，居全国各省、自治区

第 2 位。
[16]
与建制市快速增长同步，1964—1974 年，上百个大中型三线项目在全省形成了 32 个沟片，一批小工矿城镇由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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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随着该批工矿企业投产，全省新形成和扩大了 70多个城镇。[17]例如，到 1977 年底，绵阳地区已经建成45个不同类型的城

镇，其中，除了无较大工业规模的县城 13个以外，新建成的工业城镇共有 32个。[18]到 1982 年底，四川省建制镇达 343 个，发

展为全国建制镇最多的省，其中 147 个为县城所在镇，196 个是县城以外的镇。
[17]758

建设于四川省 2/3 的建制市和约 30 个新工

业城镇之中的“东北支援”项目是推动全省城市城镇数量规模扩张的诱因之一。 

第二，人口规模扩张。1964—1967 年，随着四川 200余个三线重点项目的全面施工，国家从省外调入各类建设人员超过 100

万。1968 年不包括军事工业和铁道兵，各部进川的人数达 44 余万，1969 年达 54 万。7[2]126-127据统计，从 1964—1980 年，为支

援四川三线建设，国家“从东北、华北、华东各省净迁入职工达 40万人（不包括职工家属），是解放后四川省规模最大的人口净

迁移时期”。[19]其中，东北内迁职工约占 40%，如果加上家属，东北支援四川三线建设的非农业人口约 30 万。这必然会推动相

关城市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例如，1965 年全省城市城镇非农业人口仅 664万，1980年全省城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至 902万，

增长 35.8%，比同期全国城市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 29.4%高 6.4 个百分点。[20]东北迁入人口数又占这 238 万净增非农业人口的

1/8。从重点城市看，1965 年底，攀枝花工业基地现场已集结外来工业人口近 10万人，其中，辽宁 28337 人（钢铁、煤炭），黑

龙江 2905人（林业）。[21]1976 年底，渡口城市人口突破 30万，其中东北内迁职工及家属超过 10万人 8，仅鞍山钢铁公司累计调

往攀枝花钢铁公司领导干部及技术骨干就达 6799 人。[22]从重点地区看，绵阳地区是全国三线建设投资额仅次于重庆市（含江津

地区）的第二大地区，1965—1970 年初，仅绵阳、江油、广元、旺苍、剑阁、梓潼、德阳、绵竹、安县等地工矿区就新增供应人

口近 50万（主要是内迁职工）9。[23]其中东北内迁职工及家属约占 10%。据不完全统计，三线建设时期绵阳地区城镇人口的成倍

增长，除了三线企事业单位内迁职工及家属为主体外，还在绵阳地区招收了近 10万名新职工。例如，截至1971 年 11 月，根据

国务院《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精神，绵阳地区 59000多名符合条件的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就已全部改为固

定工。[24]在该批新固定工中，包括数千名东北内迁职工的家属。到 1977 年底，绵阳地区城镇人口增长至103 万，比1963 年底增

加近 60 万人。[18]173其中东北内迁职工及家属约 7万人。到 1980 年底，四川省已建成 5 万人以上的工业城镇 29个，2万人左右

的工业城镇 40多个，未设镇的工业点 60多个。
[17]381

由此可见，“东北支援”是城市城镇人口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经济规模扩张。大量现代工矿企事业单位的内迁或援建、大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迁入，必然推动受援地区特别是

直接受援城市城镇的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从工业门类看，全国 38个主要工业部门四川样样齐全，全国主要工业行业约 160个，

四川有 95%。到 1976 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已达 211.08亿元，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位。从四川工

业生产能力看，1979年与 1964 年相比，钢产量由占全国的占4.7%上升到 8.5%，成品钢材产量由占5.3%上升到7.6%，原煤由占

4.7%上升到 6%，发电量由占4.1%上升到5.5%，天然气和化肥产量居全国第一。四川已经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先进的综

合性国防科技工业基地，全国著名的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东北是其主支援方）、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五大钢铁

基地之一（东北是其主支援方），工业生产能力跃居全国第三位。[12]166-1681978 年，工业产值在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中由 1964 年的

46%提高到 64.5%，全省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6.31%，国民收入总额占全国的 7.3%，工

业企业个数占全国的 12.5%，大中型企业占全国的 10.92%，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的 7.52%，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的一些

主要产品产量在全国的位次居第三、第四；1980 年，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22 亿元，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的榜首。[8]77-78从中

心城市看，1982 年，重庆市在工业企业数、工业职工数、工业总产值方面，分别占西南三省合计的 12.4%、19.9%和 20.4%；在

全国各大城市中，1983 年重庆市工业固定资产居第五位，工业总产值居第七位。1983 年，成都市在工业企业数、工业职工数、

工业固定资产、工业总产值方面，分别约占西南三省合计的 10%～15%；工业固定资产和工业总产值均居全国各大城市中第九位
10。同时，成都市和与之相邻 100～200 公里的德阳、绵阳两市和简阳、资阳、眉山、江油等县，共同组成了一个密集的工业城市

群。[17]377,379;[25]作为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精华的“成渝工业城市经济带”的基本建成和初步成果，均与东北支援有着直接甚至重

大的关系。 

三、东北现代化工业要素输入四川城市 

作为新中国工业长子的东北，资源丰富、体系完整、配套能力强、专业化水平高、技术先进、人才济济，不仅是三线建设前

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是当时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好人好马上三线”必然为四川城市发展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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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现代化工业要素。 

首先，优质人力资源输入。在四川三线建设所必需的庞大人力资源中，东北内迁职工不仅占据较高比例，而且成为了四川优

质人力资源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仅以全国三线建设最大城市重庆为例，三线建设时期，随着沿海大批厂矿企业内迁，重庆地区

迁入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达 4万余人。[7]239这批优质人力资源在三线建设和以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程中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此外，为加速四川三线建设，国家还从东北等地抽调上万名科技人员入川工作，在资源开发、国防科技、工业技改、交

通建设、农业科技、地质勘探、地震测报和教育教学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极大地提高了四川城市的科学技术水平。数万东北

内迁职工的输入，在较大程度上完成了对四川城市人力资源总量和素质的一次大补充。 

其次，先进工业化要素输入。东北支援所建成的多个重点项目，都配置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工艺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

迅速为所在地区构建起了现代工业框架并形成了先进雄厚的工业生产力，填补了四川工业体系中的不少缺门和空白行业，使四

川的工业部门、行业和工业体系得到了显著的充实、完善和提高。由于这批项目的建设模式、资金技术、人力结构、生产规模、

产品质量、研发能力、科技水平等，都具备相当高的全国性服务能力和知名度，“大庆模式”“鞍钢宪法”“吉化经验”“北大

荒创业精神”等东北工业化先进要素也随之输入相关城市城镇之中，从而为四川城市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技术基础。以

德阳为例，数千名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优秀东北职工迁入后，使长期生活在闭塞落后的内陆农业县“德阳人”，从第二重型机器

厂、东方电机厂、第二物探大队等大型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第一次“亲眼看见”什么是工业化大生产、什么是现代化企业、什么

是现代化管理、什么是科学技术力量、什么是发明创造等先进工业化要素，这无疑为“德阳县”注入了一股股生机无限的新鲜血

液，逐渐熏陶、浸染、渗透和改变着“德阳人”的思想观念、理想追求和行为方式，成为推动“德阳市”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 

再次，新生活方式输入。随着数十万城市“三线建设者”的迁入，除为四川城市城镇带来了新的工业生产线、科学技术和相

关知识外，还带来了新收入、新语言、新食品、新风俗、新生活、新婚姻和新价值，从而在“落后”的四川城市城镇里实现了中

国“东西南北”的生活习俗、人文价值和时代精神的大交汇、大激荡、大融合。就被支援的四川城市城镇来讲，代表着当时国内

最先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东北内迁职工，在语言、收入、服饰、饮食、住宿、交通、职业素质、人文素养、价值取向、社会

地位、教科文卫体等日常生活方面，总体上处于“先进”地位，必然在当地形成较大“示范效应”。例如，在衣着方面，1966 年

前后，第二重型机器厂的东北籍职工在冬季喜欢穿一种毛领长棉大衣，这种棉大衣比当地人常穿的土棉袄更贴身、更保暖且显得

更为精神，这就让厂区附近的青年男女觉得很“洋气”，便争相“托人”购买，使毛领长棉大衣迅速在德阳县“流行”起来。在

饮食方面，绵阳地区的本地人原本很少吃面食，随着爱吃“水饺、馒头、抄手”的东北籍、上海籍职工的大量迁入，本地人开始

制作和吃水饺、馒头、抄手类的面食。总之，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十万“三线建设者”及家属，把各个地区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念带到了四川，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融合，当地人逐渐被“潜移默化”。其中，东北内迁职工日常生活中的东北大米、东北水

饺、东北馒头、东北普通话、北京普通话、时装、发式、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内容，也迅速

成为厂区附近部分城乡居民羡慕和模仿的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取向。特别是在

改革开放后的前 20年里，凡是在建设有大中型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城市城镇附近，一般都是四川省内非主要依靠政府财政举办的

乡镇企业、多种所有制企业、商业服务业、社会事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兴的经济社会类项目，率先发展起来且较快地驶入

一定程度上的专业化、规模化、效益化和城镇化相对协调的区域发展新轨道，并以更大力度推动着本区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

展。 

四、余论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举全国之力”建成的全国第一个以重化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为主体的特大型综合性工业基

地，聚集着新中国前 15年工业化的国宝家珍和精兵强将，为新中国快速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从总体上看，东北通过支援四川，“嵌入式”地为四川提供了工业化启动所必需的基础资源和诸

多先进的城市发展要素，加速了主要城市现代工业体系和重要城镇工业生产力的形成，推动了四川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既

缩小了四川与东北现代化程度的级差，也有力提升了新中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综合实力。因此，从相当程度上讲，以国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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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业和重工业为主体的四川综合性大工业基地的基本建成，及其所催生的四川数十个三线建设城市城镇，这无疑是共和国“工

业长子”东北在国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强力作用下的巨大贡献。 

在四川三线建设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快速进程中，东北因其核心资源被过度搬迁和调拨，国家财政投资大幅度削减，影响到东

北大工业基地综合实力的正常发挥和相应发展。这种嵌入式运作，难免会有“此升彼降”的内在影响，它也是由东北全力支援四

川和全国三线建设的内在机制性原因所决定的。11突出例证是，一段时间之后，重庆、成都的工业总产值和综合竞争力渐次超越

哈尔滨，同沈阳的差距明显缩小，“八五”末则超越了沈阳。当然，此种消极影响本身是一个长远过程的复杂产物，但今天的研

究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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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企业中的社会结构[J].周明长，译.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46-55；王智博，曲洪波.东北支援三线建设的贡

献与意义[J].济宁学院学报，2020,(1):66-70。 

3 周明长.三线建设与中国内地城市发展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德阳为例[D].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9。 

4 据 2017 年 7月 22 日晚笔者在成都市大邑县雾山农场对“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的访谈记录[Z]。 

5 据 2019 年 1月 5日晚笔者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对“原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中国涡轮研究院(原航空

624 研究所)原院长焦天佑、航空611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建平”的访谈记录[Z]，据 2019 年 1月 23日下午笔者在德阳市政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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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室主任陈育勇(成都军区空军正营职转业干部)的访谈记录[Z]；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沈阳市志·军事工业

[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213。 

6 实际上，该“两基一线”在 1965 年 11 月至 12月初，经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场考察后，

被扩展内容并上升为“两点一线(攀枝花、六盘水，成昆线)”定位下西南大三线建设的主体框架，到 1970 年底其主要项目大体

建成。 

7说明：在全国支援三线建设过程中，因所承建项目竣工后，有上百万的建设人员迅速迁出了三线地区。 

8据 2019 年 7月 8日晚笔者在成都市大邑县雾山农场对原三线建设者暨原攀枝花市委书记秦万祥的访谈记录[Z]。 

9 说明：1.笔者根据多种资料估计，在“新增供应人口近 50 万”中，内迁职工的家属占有一定比例；2.在“新增供应人口

近 50万”中，有超过 10万属于国家从绵阳地区以外调入的建筑队伍、解放军工程兵、铁道兵、基本建设工程兵，原包建援建单

位的部分人员及其家属，其在相关项目竣工后又大部分迁出了绵阳地区。 

10 说明：此处的重庆、成都工业发展数据均包括市辖县。 

11 关于东北因全力支援三线建设而出现“区域发展机制受抑”问题，笔者将另文研究。 


